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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府对数字产品或服务的采购政策作为新旧动能转换的特色制度安排，能否推动企业数

字创新发展，文章结合文本分析与机器学习方法构建了政府数字采购指标，实证考察了政府数字采购

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数字采购可以通过增强管理者数字化转型战

略倾向、增加数字化投入以及提升商业信用可得性，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政府数

字采购对于国有企业、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战略性新兴行业企业以及中心城市企业具有更强的数字

技术创新激励效果。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视域下的分析发现，异地政府数字采购能产生数字创新鸿沟

缩小效应，需求侧数字采购与供给侧数字补贴在推进数字创新发展中发挥了联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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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技术基础，其创新成果对增

强经济发展新动能、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深入推

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政策支持和市场竞争下，我国数

字技术创新发展已见成效，在诸如无人机技术、电子商务等领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仍面

临着规模和结构上的严峻考验。从规模上看，由于数字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复杂性、高风险、长

周期（陶锋等，2023），以及成果上的非竞争性和创造性破坏效应，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动力

不足，使得我国数字创新规模较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胡增玺和马述忠，2023）。从结构上

看，受资源禀赋差异和地区产业政策的影响，我国数字创新水平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非均衡特

征，东部发达地区数字创新水平远高于其他地区数字创新水平，这种结构性的“数字创新鸿沟”
问题严重阻碍了数据要素市场乃至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导致数字创新的关键资源

投入和市场需求规模受限。针对我国数字技术创新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双重困境，立足我国

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深入探究何种制度安排能够激励企业数字创新活动以实现数字经济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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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创新规模不足和数字创新结构失衡主要可归因于创新活动外部性和高风险导致的

“市场失灵”与政府支持政策的非协调问题，因此，探究何种政府创新支持政策能够高效、规范

地激励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是纾解数字创新发展双重困境的关键。具体而言，政府创新支持政

策可分为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类，以政府补贴为代表的供给侧政策旨在短期内提升企业能力，而

以政府采购为代表的需求侧政策的目的则在于培育市场和扩大需求规模（何文韬和肖兴志，

2018；Edler和Georghiou，2007）。现有文献对需求侧创新政策的研究有所欠缺，鲜见对数字领域

政府采购政策的数字创新激励效果的系统研究。实际上，政府数字采购作为一项以推进公共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为目的，将部分数字领域公共需求通过公开招标的形

式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外包出去的需求侧政府支持政策，能以“扶持之手”发挥数字创新需

求创造和数字资源配置优化的双重作用，或将有助于推动数字创新充分平衡发展。由此，探讨

政府数字采购能否激励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其政策安排是否存在协同性和规范性方面的优化

空间，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

尽管相关部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政策文件，但对于上述问题仍处于

摸索阶段，相关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也较为缺乏。纵观现有文献，学者们大多针对政府采购与创

新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且有益的探讨，但对于本文的研究问题仍缺乏相应的结论。一部

分研究认为政府采购对创新存在正面影响，且其作用机制主要可总结为三大效应：一是市场效

应，即政府采购能扩大创新产品市场规模，提高企业创新收入预期，以此产生创新激励作用

（Cozzi和Impullitti，2010；Slavtchev和Wiederhold，2016）。二是人才效应，即政府采购能激励企业

雇佣更多的研发人员，增强企业对创新知识的掌握能力，从而促进了企业创新（Castelnovo和

Dal Molin，2021）。三是信号效应，即政府采购能通过传递企业低经营风险（窦超等，2020）、强研

发能力（Dai等 , 2021）的积极信号，助力企业外部资源的获取，以此提升企业创新水平。而另一

部分研究则对政府采购的创新效应持审慎态度，强调要注意政策的适用场景。如应考虑区域政

府的地方市场保护水平（孙薇和叶初升，2023）或企业内部短视的管理者决策风格（姜爱华和费

堃桀，2021）对政府采购创新激励效果的削弱作用。与本文关系密切的另一个研究主题是企业

数字化活动的影响因素。基于企业自身特质的研究表明，无论是管理方面的内部控制质量，还

是组织层面的员工数字素养或管理者团队异质性等，都会显著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投入和

效果（Cetindamar和Abedin，2021）。基于企业外部环境视角的研究则发现，同群企业的数字化转

型情况（陈庆江等，2021）、财政科技支出（吴非等，2021）以及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王海等，2023）

等均有益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上述文献对政府采购和企业数字化活动展开了多角度的细致研究，得到了诸多有益洞见，

但关于本文关注的数字领域的政府采购创新效应，仍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探讨：其一，

大多数研究仅笼统地将政府采购视为一个整体，而未将政府数字采购从中分离出来，系统研究

其特殊性及其对数字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其二，关于政府采购的实证研究大多基于“是否获

得政府采购订单”和政府客户背景数据来分析政府采购对具体行业的政策效应（窦超等，2020；

Dai等，2021），这种测量误差使得评估结果存在较大的偏误。其三，尽管少数研究从知识产权制

度（戚聿东等，2022）和市场一体化（胡增玺和马述忠，2023）的角度对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

进行了有益探索，但该研究领域仍存在较大空白。

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本文从消费端（需求端）丰富了企业数字创新影

响因素的研究。政府是市场上最大的单一消费者，本文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剖析了政府在数字

领域的采购行为与企业数字创新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对数字经济时代创新理论的有益拓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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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进一步理解数字中国建设进程中政府扶持行为的市场效果，为政府参与市场治理提供

了新的思路。第二，本文基于近65万条政府采购合同数据，采用文本分析与机器学习方法，创新

性地构建了政府数字采购指标，是对政府采购策略度量的有效完善。现有研究主要结合文本分

析方法对企业数字创新进行测度（陶锋等，2023；黄勃等，2023），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参照关系表（2023）》对数字专利的识别进行了补充与

完善，这也为后续相关研究的开展开辟了新的思路。第三，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推进全国统一大

市场建设中何以完善政府采购制度提供了参考依据。本文以政府在数字领域的市场化行为为

切入点，进一步在全国统一大市场视域下探究了异地数字采购对缩小“数字鸿沟”的影响效果，

并进一步在政策协同性方面对政府数字采购的创新效应展开了细致考察。这为深化数据要素

市场一体化建设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政府采购政策针对应用场景提升实施效率以及供需两

侧政策发挥更好的协同效果提供了有益参考。

二、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一）政府数字采购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政府数字采购的本质是政府以市场公开招标为筛选手段、以财政资金为支付保障的需求

侧政府支持政策，具体表现为将当下亟须建设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化政务服务等优质数字

领域的公共需求项目外包给符合条件的企业。这意味着政府数字采购能同时提升企业开展数

字技术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其一，政府数字采购庞大而稳定的交易规模对企业形成了可观的收

益激励（Slavtchev和Wiederhold，2016；窦超等，2020）。为获取和维持这种收益，企业会进行数字

技术创新的布局和投入，主动迎合政府数字采购支持技术创新的政策目标。其二，政府作为数

字产品或服务的“领先用户”能产生“知识外溢”功能（Raiteri，2018），为企业提供需求信息、独特

数据和知识技术，这增强了企业在数字创新启动阶段所必需的知识获取和吸收能力（刘洋，

2020）。同时，政府数字采购产生的“试验性市场”功能（黄群慧和贺俊，2015）为数字创新技术的

应用和改进提供了充足的市场空间，从而提高了企业在数字创新开发阶段所要求的识别需求

和服务需求的能力（刘洋等，2020）。更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

水平。同时，大量现实证据也表明，政府主导建设的数字领域公共需求项目催生了丰富的数字

技术创新成果。譬如，智慧城市建设项目促进了无线智能、微型传感器等方面的物联网技术创

新。又如海尔集团通过参与三星堆考古现场供冷项目，推动了自身智慧物联、空气调节算法等

技术创新。基于上述理论和现实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政府数字采购能有效激励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二）政府数字采购影响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机理分析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企业创新活动需要管理者的领导作为内生动力，需要资源投入和

资金支持作为基础保障。鉴于此，结合政府数字采购的本质特征和现实功能，本文接下来将从

管理层数字化转型战略导向、企业数字化投资以及商业信用可得性三方面进一步剖析政府数

字采购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内在关系。

1. 政府数字采购、数字化转型战略倾向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政府数字采购可以通过增强企业管理者对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倾向促进企业的数字技术创

新。参考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富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在创新活动中发挥着主体作用。考虑

到数字技术创新是数字技术本身的新突破，而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的应用结果（陶锋等，

2023），因此高管对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倾向能为数字技术创新指明契合业务应用场景的努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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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并凝聚广泛的内部共识（刘洋等，2020）。然而，组织内部普遍存在的委托代理矛盾会使得管

理者决策视域趋于短视（Balkin等 , 2000），面对长周期、高风险的数字化行动，管理者战略倾向

摇摆不定（姜爱华等，2021）。此时，引入合理的激励或约束机制是缓和这种委托代理矛盾的有

效手段。根据合法性理论，政企数字项目供销关系引致的组织合法性能产生必要的压力和激

励，强化管理者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倾向。一方面，在获得政府数字采购订单后，订单中对于数

字技术的要求以及政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期望会产生组织合法性压力，倒逼管理者加强数

字化转型战略的规划和执行。另一方面，参与以政府为主导、产学研多方共建共治的数字公共

项目（胡仙芝和刘海军，2022），意味着企业深度嵌入数字产业链利益关系网络，既有助于管理

者从中谋取社会声望（陈运森和谢德仁，2012），又能够利用其中丰富的数字资源来改善企业业

绩、提高自身薪酬。综上，政府数字采购引致的组织合法性能缓解委托代理矛盾，强化管理者

对于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倾向，为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指明行动方向。

2. 政府数字采购、数字化投入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政府数字采购可以通过促使企业加大数字化投入驱动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根据资源基

础理论（Wernerfelt，1984），稳定持续的数字化投入作为数字技术创新的关键资源基础（肖静华

等，2021），决定着数字创新活动的绩效。一方面，通过科研和资产方面的数字化投入，企业能形

成自身的信息通信技术（ICT）基础设施，以强化数字创新所需的软硬件资源基础，数字创新的

试验、修改和迭代流程也因此得以快速推进（Tee和Gawer，2009）。另一方面，高素质人才的投入

则能强化数字创新所需的人力资源基础（Benitez等 , 2018），以实现数字创新机会的识别和落

地。政府数字采购能激励企业加大前述数字化投入而激发数字创新活力。其一，从需求角度

看，根据投资加速理论（Clark，1915），当市场收入预期提高时，企业会增加投资规模以应对未

来 需 求 。 政 府 数 字 采 购 既 直 接 创 造 了 可 观 的 销 售 市 场 ， 又 能 产 生 示 范 效 应 （ 孙 薇 和 叶 初 升 ，

2023），增进市场认可，拓宽企业产品销路，强化企业的数字化投资信心。其二，从供给角度看，

根据同群效应理论，同群网络内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会向上趋同（陈庆江等，2021）。通过参

与政府数字采购项目，企业深度嵌入以政府为主导、由传统工业和数字产业的供应链上下游企

业构成的同群网络（杜勇等，2023），其中的数字化龙头企业会产生示范作用，促使中标企业加

大数字化投入。综上，政府数字采购能产生投资加速效应和供应链同群效应，激励企业加大数

字化投入力度，为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打造良好的资源基础。

3. 政府数字采购、商业信用可得性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政府数字采购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商业信用可得性驱动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目前学界对

于外部融资在企业创新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已基本达成共识（张杰等，2012），数字技术创新的高

投入和高风险使企业难以仅靠内部融资来提供支持，还需要外部融资为创新提供资金来源（陶

锋等，2023）。而商业信用作为尚未成熟的金融市场中银行贷款等正规金融形式的有效“替代”

（Uesugi和Yamashiro，2008），能让企业以信誉为基础，通过对供应商延期付款或向客户预收货

款等方式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姚星等，2019）。然而，信息不对称问题会导

致 交 易 伙 伴 无 法 准 确 评 估 企 业 的 违 约 风 险 和 偿 债 能 力 ， 导 致 商 业 信 用 配 给 不 足 （ 姚 星 等 ，

2019）。而根据信号理论，政府数字采购能通过释放以下两方面的积极信号缓解信息不对称，提

高企业商业信用可得性。在风险方面，政府数字采购通常会对投标企业的数字技术能力进行综

合评判与筛选，这意味着得到政府数字采购支持能向外界展示企业数字化核心竞争能力优势

的信号，从而有效缓解交易伙伴（主要指供应商）对企业违约风险的担忧。在能力方面，政府数

字采购能提升项目中数据要素的共享性和可验证性，也能够向交易伙伴传递政府对该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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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信号，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供应商对企业偿债能力的预期，从而提高企业商业信用的

获取能力。综上，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政府数字采购通过增强管理者数字化转型战略倾向、增加企业数字化投入以及提高企

业商业信用可得性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产生激励效果。

三、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计

为研究政府数字采购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如下基准估计模型：

Digtechit = α0+α1DPPit +α2Controlit +Year+Firm+εit (1)

εit

其中，i代表公司，t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Digtechit是数字技术创新指标；核心解释变量DPPit表示

政府数字采购指标；Controlit为一系列可能会影响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控制变量；Year和Firm分

别为年份固定效应和企业固定效应； 是随机误差项。

（二）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15—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其中，政府采购数据来自中

国政府采购网，专利文本信息数据来自WinGo数据库，公司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同

时，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如下预处理：首先，对金融行业、经营异常（ST、*ST 和PT）、关键变量缺

失 严 重 、 上 市 时 间 少 于2年 的 企 业 进 行 剔 除 处 理 ； 然 后 ， 对 所 有 连 续 变 量 均 进 行 双 侧1%的

Winsorize处理；最终得到样本企业—年度观测值22 126个。

（三）变量设定与识别策略

1.被解释变量：企业数字技术创新（Digtech），以企业当年申请的数字技术创新专利数量衡

量。现有少量文献通过“数字信息传输领域的专利数量”测度企业数字创新（张米尔等，2022），

但由于数字技术创新覆盖的范围和领域较广，该识别策略可能会产生较大偏误。鉴于此，本文

借鉴陶锋等（2023）的研究思路，结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参照关系表

（2023）》（下文简称《参照关系表》）中的国际专利分类号，利用Python软件对上市公司申请专利

的IPC分类号进行匹配，并以《参照关系表》中的关键词对公司申请专利的文本信息进行识别、

匹配作为补充。最后，得到20余万条企业—年份的数字技术发明专利，以企业当年申请的数字

技术创新专利数量（加1取对数处理）衡量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

max
∑

k∈Z logp [k|Context(k)]

2.解释变量：政府数字采购（DPP），使用企业当年获得的政府数字采购订单金额与总资产

的比率衡量。具体而言，本文参考孙薇和叶初升（2023）的研究思路，通过如下步骤提取出政府

数字采购：首先，利用Python的Jieba分词对数字经济相关的重要国家政策条目以及手工收集的

各地区数字产品目录进行分词，并对分词结果进行人工精细化筛选后得到包含“数字孪生系

统”“人工智能服务器”等300多个种子词。其次，对近65万条政府采购文本信息中的“合同名称”

“主要标的名称”“规格型号和服务要求”等重要信息进行文本分析，并使用Word2vec神经网络

相 似 词 算 法 中 的 CBOW模 型 对 上 述 语 料 进 行 相 似 词 扩 充 。 具 体 地 ，CBOW模 型 可 表 示 为 ：

， 其中，k表示中心词，Z指语料库，Context（k）则表示中心词的前后

文。在扩充词汇库后，我们再通过人工核验所有关键词，最终统计得到1 200多个与政府数字采

购相关的关键词库。再次，将关键词库与政府采购文本信息进行匹配识别，确定政府数字采购

合同。最后，在对采购合同供应商与上市公司母、子公司名称进行多次清洗后，利用Python的

levenshtein distance算法进行匹配与人工校对，最终得到1万余份政府数字采购合同，并汇总到

企业—年份后得到企业当年所获政府创新采购合同总额，以其与总资产的比值（乘以100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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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刻画政府数字采购（DPP）。

3.控制变量。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本文控制了以下一系列可能影响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

因素：（1）企业年龄（age）：以企业上市年份加1取对数来反映。（2）企业规模（size）：以总资产的

对数来衡量。（3）员工规模（employee）：用员工人数的对数来表示。（4）企业成长性（fix）：用固定

资产增长率来刻画。（5）现金流水平（cash）：以经营活动现金流与总负债的比值来表示。（6）企

业盈利能力（roa）：用净资产收益率来衡量。（7）企业杠杆（lev）：以总资产负债率来刻画。（8）企

业 市 值 （ mb） ： 用 账 面 市 值 比 来 表 示 。 （9） 股 权 结 构 （ top1） ： 用 第 一 大 股 东 持 股 比 例 来 表 示 。

（10）董事会规模（bsize）：以董事会人数的对数来衡量。

（四）描述性统计①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以数字技术专利申请数衡量的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Digtech）均值为1.1179，标准差为1.4897，可见我国上市企业整体数字技术创新产出水平还较

低，不同企业和年份间的创新产出差距也较大。而以政府数字采购订单金额与总资产之比衡量

的政府数字采购（DPP）指标均值为0.1066，标准差为0.7582，可见政府数字采购规模整体上有

待进一步提升，不同企业获得政府数字订单的情况也有较大差距。此外，其他变量在不同企业

之间都表现出明显差异，体现出样本分布的良好情况。

四、  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第（1）、（2）列分

别是在不控制固定效应的基础上，不加入和加

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从中可见政府数字采

购（DPP）的回归系数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

正。而第（3）、（4）列分别是在控制固定年份和企

业双向固定效应的基础上，不加入和加入控制

变 量 的 回 归 结 果 ， 从 中 可 见 政 府 数 字 采 购

（DPP）的回归系数依然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这意味着政府数字采购可以显著促进企业

数字技术创新，本文假说1得到初步验证。其可

能的原因在于，政府数字采购的收益激励效果

以及“知识外溢”和“试验性市场”功能提高了企

业创新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对其数字技术创新活动产生了有效激励。

（二）稳健性检验②

1. 工具变量法。政府数字采购和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方面，政

府数字采购能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拥有越多数字技术创新成果的企业，获得政

府数字采购订单的可能性也越大。鉴于此，本文参考武威等（2022）、黄继承和朱光顺（2023）的

研究思路，以上市公司所在省份的街道办事处数量与当年该城市上市公司获得政府数字采购

订单的平均概率所组成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IV）。其原因在于：在相关性方面，由于政府数

字采购的主体一般是政府机构单位，如果当地街道办事处等政府机关数量越多，则其在数字采

 

表 1    基准回归

(1) (2) (3) (4)

Digtech Digtech Digtech Digtech

DPP
0.2638*** 0.1972*** 0.0537*** 0.0530***

(0.0180) (0.0177) (0.0090) (0.0093)

常数项
1.0895*** −3.7412*** 1.1396*** −2.3142***

(0.0525) (0.6405) (0.0013) (0.7754)

观察值 22 126 22 126 22 126 22 126

Adjusted R2 0.0180 0.1416 0.6885 0.6933

Controls 否 是 否 是

Firm/ Year FE 否 否 是 是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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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方面的需求规模也越大，因此满足相关性要

求。此外，如果当年该城市内上市公司获取政府

数字采购订单的平均概率越大，则本公司获得

政府数字采购的可能性也越大。在外生性方面，

各省份的街道办事处数量主要是受政府规划和

历史传统等的影响，而与企业数字创新的关系

非常微弱，并且各城市上市公司获取政府数字

采购支持的概率也不会对单个企业的数字创新

行 为 具 有 直 接 影 响 。 工 具 变 量 的 回 归 结 果 见

表2。根据第（1）列列示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工

具 变 量 IV的 系 数 在 5%的 水 平 上 显 著 为 正 ， 且

K-P rk LM统计、C-D Wald F值和K-P Wald rk F值

也证明了本文所选用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第

（2）列的第二阶段估计结果显示，政府数字采购

（DPP）的系数仍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

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政府数字采购依然能显

著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验证了前文基准结

果的稳健性。

2. Heckman两步法。考虑到可能的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即政府可能更愿意将数字采购项目

交由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完成，此处采用Heckman两步法进行估计。第一，设定企业是

否进行数字技术创新的虚拟变量，接着将企业所属行业的政府数字采购均值作为外生排除性

变量纳入回归模型，由此得到逆米尔斯比率（IMR）。第二，将IMR作为新的控制变量加入基准回

归模型中，以控制潜在的样本选择偏误问题。由表2第（3）列汇报结果可见，逆米尔斯比率的系

数显著，而政府数字采购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再次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 DID估计。考虑到政府数字采购作为宏观政策的反映，其招标过程可能受其他因素的干

扰。因此，我们借鉴Krieger和Zipperer（2022）的研究思路，将2015年至2021年间获得数字采购合

同的企业定义为处理组，将未获得任何此类合同的企业定义为对照组
①

。在进行回归前，我们

还根据事件研究法对DID模型的平行趋势假设进行了验证。DID模型的估计结果印证了政府数

字采购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创新，与前文结论一致。

4. 倾向得分匹配。为排除实验组（获得政府数字采购订单的企业）和观察组（未获得过政府

数字采购订单的企业）的公司特征差异对基准结果产生的干扰，本文采用倾向评分匹配（PSM）

法，进行稳健性估计。首先，基于所有前文所述控制变量构建倾向得分模型，得出所有样本企

业的倾向得分值；然后，根据1:1最邻近匹配法对获得订单和未获得订单企业估计所得倾向得

分进行匹配。结果表明，PSM检验结果的系数方向及显著性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5. 考虑部分影响因素。（1）为控制行业层面和省级层面逐年变化的不可观测宏观系统因素

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从而避免因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控制了“行

业×年份”以及“省份×年份”的固定效应。（2）剔除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的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相比其他城市具有较大的特殊性，政府数字采购和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活动也

 

表 2    工具变量法和Heckman两步法回归结果

(1) (2) (3)

DPP Digtech Digtech

DPP
0.3955*** 0.0543***

(0.1149) (0.0127)

IV
0.3710**

(0.1677)

IMR
1.9487***

(0.2365)

常数项
0.1144** 0.0212 −12.9633***

(0.0470) (0.0916) (1.2587)

观察值 22 126 22 126 17 985

Adjusted R2 0.1024 0.5041 0.8072

K−P rk LM统计值 12.25***

C−D Wald F值 140.26

K−P Wald rk F值 10.90

Controls 是 是 是

Firm/ Year FE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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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techit = β0 +β1treatit +β2Controlit +Year+Firm+εit ①具体设定如下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其中，treati,t是关键变量，如

果一家公司在样本期内的某年获得了数字采购订单，则当年及以后年份的treati,t取值为1，否则为0。



可能因此存在较大差异。为排除行政因素对基准结果的干扰，本文剔除了这四个直辖市的企业

样本后对回归方程进行了重新估计。

6. 更换核心变量。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和政府数字采购的衡量方法的差异可能给回归结果

造成影响。本文首先用企业数字专利授权量指标来衡量被解释变量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然后，

分别采用政府数字采购合同数量的对数、企业是否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虚拟变量以及政府数

字采购合同金额取对数作为解释变量政府数字采购的替代测量。

五、  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检验

首先，从高管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倾向看，管理者的数字化转型战略部署可以为数字创新指

明方向（刘洋等，2020）。本文参考吴非等（2021）的做法，基于国家层面的数字经济有关政策文

件，构建企业数字化特征关键词词典，使用Python软件识别出当年企业年报MD&A中数字化转

型 词 频 数 据 ， 以 其 在MD&A部 分 总 词 汇 的 占 比 （ 乘 以100） 来 刻 画 高 管 数 字 化 转 型 战 略 倾 向

（edt）。企业年报能真实地反映管理者领导下企业决策与经营行为的转变，可作为高管战略倾

向的有效度量。表3第（1）列的结果显示，政府数字采购（DPP）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

正 ， 可 见 政 府 数 字 采 购 显 著 促 进 了 企 业 数 字 化 转 型 战 略 的 部 署 ， 数 字 化 转 型 战 略 机 制 得 以

验证。
 
 

表 3    机制检验结果

(1) (2) (3) (4) (5)

edt R&D digit talent buscredit

DPP
0.0005*** 0.0673** 0.0795*** 1.6440** 0.0083**

(0.0001) (0.0330) (0.0163) (0.7993) (0.0044)

常数项
0.0002* 0.1795 −2.0312 −6.3262 0.0013
(0.0001) (0.1204) (1.6955) (9.4770) (0.0107)

观察值 17 624 17 624 17 769 16 580 19 735

Adjusted R2 0.5124 0.6159 0.4055 0.4848 0.5864

K−P rk LM统计值 12.21*** 12.21*** 12.53*** 12.46*** 12.27***

C−D Wald F值 105.77 111.33 60.56 56.37 132.35

K−P Wald rk F值 10.47 10.47 10.44 10.23 10.84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是

Firm/ Year FE 是 是 是 是 是

　　注：上述机制变量均采取了前置一期处理。
 

其次，从数字化资源投入的角度来看，数字技术创新以研发投入、数字化资产投资和高素

质 人 才 作 为 基 础 保 障 。 本 文 以 企 业 研 发 投 入 金 额 的 对 数 度 量 研 发 投 入 （ R&D） ； 同 时 ， 借 鉴

Xue等（2022）的做法，通过爬取企业年报中有关数字化投资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无形资产，并以

其在总投资中所占比重作为数字化投资水平的衡量指标（digit）；再以企业本科及以上学历的

员工占比衡量高素质人才供给（ talent）。检验结果如表3第（2）−（4）列所示，可见政府数字采购

（DPP）对研发投入、数字化投资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政府数字采购项目产生的投资

加速效应和同群效应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数字化投入，数字化投入机制得以验证。

最后，从商业信用可得性的角度来看，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离不开商业信用提供充裕的资金

支持。因此，本文借鉴陆正飞和杨德明（2011）的做法计算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资源，作为

第 3 期 “扶持之手”：政府数字采购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25



商业信用可得性（buscredit）的指标度量，具体公式为：（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款项） / 营业

收入。检验结果如表3第（5）列所示，政府数字采购（DPP）对商业信用可得性的影响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获得政府数字采购支持向外界展示的积极信号显著提高了企业

的商业信用可得性，商业信用机制得以验证。

（二）异质性检验

1. 企业异质性。一方面，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经营目标和商业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国有企业

响应和落实国家数字化政策的意愿更强，而民营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更倾向于投资能快

速变现的数字化领域。因此，本文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组，以探讨政府数字采购

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异质性影响。表4第（1）、（2）列列示了相应的检验结果，

与民营企业组相比，国有企业组中DPP的估计系数更大且显著为正，表明相较于民营企业，政

府数字采购对国有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在当前国家政策

高度重视数字创新能力提升的背景下，政府数字采购激活了国有企业在数据使用和制度合法

性等方面的优势，使其主动承担起更多当前社会亟需的数字技术创新任务。而民营企业对于收

益不确定性高的数字技术创新活动，在投资决策时顾虑更多，从而创新激励效果更弱。
 
 

表 4    企业异质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1) (2) (3) (4) (5)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DPP
0.5837*** 0.2430* 0.0087 0.1208** 0.3022**

(0.2155) (0.1401) (0.3091) (0.0601) (0.1440)

常数项
−0.0314 0.0571 −0.0866 0.0867 −0.0558
(0.1757) (0.1141) (0.2191) (0.1866) (0.2115)

观察值 6 790 15 254 8 380 6 247 3 742
Adjusted R2 0.3797 0.4063 0.4430 0.3555 0.4085

K−P rk LM统计值 12.28*** 12.26*** 12.33*** 12.05*** 12.22***

C−D Wald F值 38.51 100.39 44.00 20.27 33.86
K−P Wald rk F值 13.69 15.70 12.86 12.74 11.68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是

Firm/ Year FE 是 是 是 是 是
 

另一方面，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会在组织、经营、财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特征。成

长期企业具有高度成长性，但资源匮乏且管理不成熟；衰退期企业有丰厚的市场积累经验但财

务状况恶化；成熟期企业则在组织、经营和财务方面都有较好表现，这些特征或将导致政府政

策作用的异质效果。因此，本文借鉴Dickinson（2011）的研究方法，使用现金流组合法将企业划

分为成长期、成熟期与衰退期三个阶段。表4第（3）−（5）列的检验结果表明，政府数字采购对衰

退期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激励效果最强，其次是成熟期企业，对成长期企业的作用不显著。可

能的原因在于，衰退期企业因现金流萎缩而普遍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问题，在得到“雪中送炭”
般的政府数字采购支持后被有效缓解，企业知识存量大和技术成熟的优势得以释放，因此创新

激励效用更明显。成熟期企业营业利润丰厚且融资渠道畅通，因此政府数字采购仅能发挥“锦

上添花”的作用。而成长期企业则因管理模式不成熟、技术人才和研发经验不足等劣势，政府数

字采购创新促进作用的发挥受限。

2. 行业和地区异质性。战略性新兴行业企业在知识技术密集的新赛道上生产运营，而非战

略性行业企业则主要从事传统的生产经营活动，这种行业差异可能对企业的数字创新积极性

产生重要影响。据此，根据国家统计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中的界定标准，将样本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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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战略性和非战略性新兴行业企业重

新进行回归检验。表5第（1）、（2）列的

检验结果表明，政府数字采购对战略

性新兴行业产生了显著的数字技术创

新激励效果，而显著抑制了非战略性

新兴行业的数字技术创新。可能的原

因是，战略性新兴行业以技术创新为

立身之本，而政府数字采购能进一步

提升此类型行业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

意愿与能力，从而表现出正向的创新

激励效果。而非战略性行业企业的主

营业务对新一代数字技术依赖程度较

低，进行高风险高投入的数字技术创

新积极性不强，导致其更可能进行数

字领域的实用新型创新等策略性创新

行为来回应政府数字采购产生的合法性压力，抑制数字技术创新这样的实质性创新行为。

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存在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和市场规模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种城

市间的发展势能差或将影响政府政策创新效应的有效发挥。鉴于此，本文将直辖市、副省级城

市和省会城市划分为中心城市，将其余地级市划分为外围城市，据此将样本企业按注册地归类

并进行分组回归。表5第（3）、（4）列的检验结果表明，政府数字采购显著促进了中心城市的数

字技术创新，而对外围城市的数字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心城市中数字

基础设施、数字技术人才等高端要素大量集聚，数字产品需求也更为旺盛。更优越的数字技术

创新供需环境使得政府数字采购能发挥出更有效的数字技术创新激励作用。而对外围城市而

言，数字技术创新所需的关键投入要素的缺乏和有效市场需求的不足，致使政府数字采购难以

激励其数字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导致创新激励系数不显著。

（三）全国统一大市场视域下的拓展性分析

地区间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数字鸿沟”问题拉大了数字经济时代的区域发展差距，导

致数字资源和数据要素的自由流动受限和数字市场发展机会的不均等，严重制约了全国统一

大市场的建设（陈伟光等，2022）。数字技术创新领域也表现出这种突出的区域不平衡性，比如，

以北京、上海和深圳为核心的发达地区贡献了全国60%以上的数字创新（胡增玺和马述忠，

2023）。政府数字采购作为助力企业数字创新的重要制度安排，其不同的区域属性对于“数字创

新鸿沟”的影响是扩大还是缩小，是当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亟须回答的问题。

所谓政府数字采购的区域属性差异，即将政府数字采购分为供应商为当地企业的“本地采

购”和供应商为外地企业的“异地采购”。两者在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上具有明显差异（武威和刘

玉廷，2020），对采购订单规模和企业竞争强度的影响也因此而不同。其一，在地方政府行政分

割与竞争背景下，政府更倾向于将采购项目给予当地企业以保护地方经济效益，因此本地采购

在订单规模上远高于异地采购
①

。其二，相对于异地采购，具有地方保护倾向的本地采购通过

给当地企业提供具有一定排他性的数字产品需求市场，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当地企业规避激烈

 

表 5    行业和地区异质性的检验结果

(1) (2) (3) (4)
战略性新兴

行业
非战略性新
兴行业

中心城市 外围城市

DPP
0.3552*** −0.0941* 0.4222*** −3.2298
(0.1182) (0.0530) (0.1230) (6.6967)

常数项
0.0874 −0.2075 0.0249 0.0494
(0.1171) (0.1418) (0.1312) (0.2031)

观察值 13 698 8 351 10 138 11 968

Adjusted R2 0.3362 0.5532 0.3411 0.2698
K−P rk LM统

计值
12.29*** 11.78*** 12.70*** 10.68***

C−D Wald
F值 151.99 44.67 85.43 60.19

K−P Wald rk
F值 15.31 12.88 12.55 10.63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Firm/ Year FE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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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竞争。鉴于此，进一步结合数字创新以及不同等级城市本身的属性特点，本文提出以下

设想：一方面，本地政府数字采购将主要对中心城市的数字技术创新产生激励效果，表现出数

字创新鸿沟扩大效应，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作用有限。另一方面，异地政府数字采购将主

要对外围城市的数字技术创新产生激励效果，表现出数字创新鸿沟缩小效应，有助于畅通数据

要素市场一体化、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具体原因在于，保持数字创新的动力需要两种力量的平衡：一是赋予创新者垄断收益的激

励，二是保持良好的竞争环境，防止垄断力量阻碍持续创新（胡增玺和马述忠，2023）。相较于外

围城市，中心城市企业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Melitz和Ottaviano，2008）。因此，一方面，对

本地政府数字采购而言，其能得到带有一定排外性的采购直接资金扶持以及间接获取的合法

性资源，为面临较高市场竞争强度的中心城市中标企业开展数字创新提供收益激励。而针对竞

争本就相对不足且数字创新资源和市场有限的外围城市企业，来自自身属地的本地数字采购

则难以再通过缓和竞争来激励创新，故综合表现出“数字创新鸿沟扩大效应”。另一方面，对异

地政府数字采购而言，它能促使外围城市企业走出属地，参与更大范围内的数字市场竞争，并

从中接受来自异地城市的技术知识和数据要素的扩散，极大地缓解了外围城市创新资源和市

场规模不足的问题。而针对中心城市企业，异地采购的订单规模相对有限，对其创新难以产生

足够的收益激励，故综合表现出“数字创新鸿沟缩小效应”。

1. 区分本地与异地政府数字采购。为证明前述设想，本文将中标企业注册地与采购主体

（政府）所在地相一致的采购订单归类为本地采购，其余则归类为异地采购，考察政府在数字

领域的跨区采购能否助力区域数字创新协调发展。表6第（1）−（3）列列示了相应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本地政府数字采购对中心城市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明显，对外围城市的影

响则不显著，验证了本地政府数字采购的“数字创新鸿沟扩大效应”。同时，异地政府数字采购

对外围城市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激励效果，对中心城市影响则不显著，验证了异地

政府数字采购的“数字创新鸿沟缩小效应”。有趣的是，这一结果与孙薇和叶初升（2023）关于

“本地政府创新采购有助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在稳定受保护环境中培育创新能力”的结论

有异。可能的原因在于，数字创新相比常规创新具有更低的准入门槛和更高的“创造性破坏”概

 

表 6    采购异质性的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全样本 中心城市 外围城市 全样本 中心城市 外围城市

本地采购
0.0548*** 0.0603*** 0.0305
(0.0108) (0.0110) (0.0189)

异地采购
−0.0102 −0.0438 0.0746***

(0.0251) (0.0270) (0.0274)

地方采购
0.0531*** 0.0532*** 0.0473***

(0.0094) (0.0105) (0.0167)

中央采购
−0.0602 0.0076 −2.0922
(0.2714) (0.2418) (2.0893)

常数项 −2.3150*** −4.1842*** −0.8612 −2.3146*** −4.1784*** −0.8666
(0.7762) (1.0248) (0.7995) (0.7753) (1.0238) (0.7983)

观察值 22 126 10 138 11 968 22 126 10 138 11 968
Adjusted R2 0.6933 0.6969 0.6917 0.6933 0.6968 0.6916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Firm/ Year 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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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胡增玺和马述忠，2023），对处于发展初期的欠发达地区企业而言，更须尽早参与竞争，以创

新性的产品或服务取得市场优势，而非在本地保护中培育创新能力。

2. 区分中央与地方政府数字采购。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中，不同等级政府的财力和权

力处于不同的能级，其数字采购项目也可能发挥出不同的创新资源配置效果。鉴于此，本文将

来自中央政府的采购订单归类为中央采购，其余则为地方采购，重新进行回归。表6第（4）−（6）

列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数字采购对中心城市企业和外围城市企业都产生了显著的数字创新激

励效果，而中央政府数字采购对所有分组企业的数字创新激励效果都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

中央政府数字采购订单金额高、采购频率低的特点导致中标企业陷入“富足的矛盾”，短期较为

丰裕的内外创新资源产生了拥挤和冲突，导致中央采购的创新效应难以发挥。而地方政府数字

采购恰到好处的采购频率、订单金额和技术要求，既不至于使企业陷入资源诅咒的窘境，也给

企业设立了一个合理的目标，对数字技术创新产生有效的督促作用。

3. 政策协同性与政策实施顺序。《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

指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高质量供给创造和引领需

求。可见政府的“扶持之手”还应结合以补贴为主的供给侧政策，培育高质量市场供给。但供给

和需求两侧政策激励企业创新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即供给侧补贴政策着重培养企业创新的基

础能力，需求侧采购政策则聚焦企业市场需求的拓展（孙薇和叶初升，2023）。因此，供需政策的

结合可能存在协同性问题，不同的政策实施顺序也有可能对政策协同效应产生不同影响。基于

此，本文采用与分离政府数字采购类似的思路，从详细的政府补贴信息数据中筛选出数字补贴

部分，构建出政府数字补贴指标（isub），并使用以下两个回归模型分别检验两侧政策协同以及

不同政策实施顺序产生的数字技术创新激励效应。

Digtechit = γ0+γ1DPPit +γ2DPPit × isubit +γ3isubit +γ4Controlit +Year+Firm+εit (2)

Digtechit = ϕ0+ϕ1Policyit +ϕ2Controlit +Year+Firm+εit (3)

其中，式（2）的DPP×isub是政府数字采购与政府

数字补贴的交互项，式（3）的Policy包括三种不

同的政策实施组合，即“先数字补贴、后数字采

购 ” （ b t f i r s t ） 、 “ 先 数 字 采 购 、 后 数 字 补 贴 ”

（cgfirst）以及“数字补贴和数字采购同时实施”

（sametime）。

根据表7第（1）列的结果，数字采购和数字

补贴的交互项（DPP×isub）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从整体上看供需两

侧政策能实现优势互补，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产生了相互促进的协同效应。第（2）−（4）列结果

显示，“先数字补贴，后数字采购”“数字补贴和

数字采购同时实施”的政策实施策略产生了显

著的数字技术创新促进效果，而“先数字采购、

后数字补贴”策略的创新效应不显著。这一结果

或归因于数字技术创新过程的特殊性。因为数

字 技 术 创 新 脱 离 了 传 统 创 新 过 程 的 从 知 识 积

 

表 7    政策协同性的回归结果

(1) (2) (3) (4)
Digtech Digtech Digtech Digtech

isub
0.7155
(1.2037)

DPP
0.0300***

(0.0100)

DPP×isub
3.1042***

(0.5798)

btfirst
0.2509**

(0.0971)

cgfirst
0.0981
(0.0899)

sametime
0.3438***

(0.1017)

常数项
−2.3394*** −4.6094** −4.7524*** −4.0069**

(0.7732) (1.8990) (1.6700) (1.9513)

观察值 22 126 5 477 3 182 4 713
Adjusted R2 0.6934 0.7438 0.6929 0.7495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Firm/ Year FE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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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研究再到应用的线性规律，其创新阶段不存在清晰的边界，是一个持续迭代、各环节融为

一体的过程（Nambisan等，2017）。这一过程要求数字技术与特定应用场景有效结合，以不同的

需求创造不同的数字创新（刘洋等，2020）。因此，只有在通过供给侧数字补贴政策分担企业数

字创新启动阶段所需的资金成本，构造创新所需的软硬件环境，随后再辅以需求侧数字采购支

持政策，为企业提供需求信息、用户使用数据等创新过程所需的应用场景和配套的关键要素投

入，才更有利于实现场景驱动的数字技术创新。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政府数字采购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抓手，深入探讨其数字

创新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2015—2021年政府采购信息和中国A股上市公司发明专

利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与机器学习方法构建了政府数字采购和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指标，实证检验了政府数字采购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

在数字产品市场中可以发挥“领先用户”的作用，其购买行为产生的合法性压力和资源外溢能

显著而稳健地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其中，增强企业对于数字创新的积极性（即数字化转型

战略）和能动性（即数字化投入与商业信用）是实现该促进效果的作用路径。最后，以“数字补

贴和数字采购同时实施”或“先数字补贴，后数字采购”的顺序实施的政府数字创新政策组合，

以及跨区域的政府数字采购政策形式，由于更契合数字创新依赖企业内部数字基础设施和外

部市场竞争环境的特征，而具有更好的数字创新激励作用。

（二）政策启示

第一，考虑到当前我国政府数字采购规模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以及自立自强的数字技

术创新体系有待建立的现实背景，政府应加大对数字领域的采购规模，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和完善数字基础设施，进一步扩散数字领域知识和分享关键数据要素，这不仅能够有效激活企

业数字技术创新动力，也能促使数字化发展红利更充分更公平地释放。第二，政府数字采购应

充分考虑采购属性和企业属性，精准施政，实现政策最大化效能。针对数字技术创新激励效果

更强的国有企业、衰退期和成熟期企业、战略性新兴行业企业和中心城市企业，可以给予更多

前沿技术含量更高的数字项目支持，有效释放其数字技术创新领域的优势和禀赋，以需求牵引

的形式提升此类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持续性。对于数字采购给非战略性行业带来的数字技术

创新抑制问题，政府应重视在采购招标时对该类企业技术能力进行识别，在给予政府数字采购

支持后应该加强项目进程中的监督与激励。第三，针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区域壁垒问

题，政府应主动协调跨区域的项目外包或合作，在市场和价格机制的保障下通过公共需求引导

要素、资源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破除市场分割，加速地域融合，为实现数字创新协

调发展提供支撑。第四，由于数字技术创新过程对应用场景的依赖，政府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创

新支持政策应该注意实施顺序，如“数字补贴和数字采购同时实施”或“先数字补贴、后数字采

购”的政府数字创新政策组合，能产生更显著的创新促进效果，因此应充分考虑需求和供给两

侧政策的协调，形成政策合力，以助推企业数字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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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 self-reliant  and  self-improving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serves  as

the technological  foundation for  constructing Digital  China.  Howeve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novation faces a dual challenge of insufficient independent innovation by enterprises in

terms  of  scale  and a  structural  gap  in  regional  digital  innovation.  Ca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policies for digital  products or services,  as a distinctiv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for transitioning

between old and new driving forces,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novation?

This  paper,  based  on  nearly  650,000  government  procurement  contracts  and  publicly  listed

company  patent  text  information,  employs  the  text  analysis  and  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to

identify the quantity of government digital procurement and enterprise digital innovation patents

from 2015 to  2021.  It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digital

procurement  on  enterprise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study  reveals  that  government

digital  procurement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enterprise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imarily

through  enhancing  managers’ inclination  towa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increasing

digital  investment,  and  improving  the  accessibility  of  commercial  credit.  Heterogeneit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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